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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在封闭的两部门经济中，引入劳动力市场扭曲，使用非位似的 Stone-
Gary 效用函数从理论上说明了劳动力市场扭曲同经济结构变化和劳动生产率间的关系，
并使用 1980—2009 年间的中国宏观经济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 首先，中国部门
间劳动力市场存在扭曲，且并没有呈现随时间而减弱的趋势，控制部门间人力资本差异后

的年均扭曲指数为 0. 24，即农业的工资水平仅相当于非农部门的 24% ; 其次，劳动市场扭
曲会显著迟滞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若消除扭曲，中国农业劳动力占比将下降 26. 38% ; 最
后，劳动力市场的扭曲使过多的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会带来显著的效率损失，年均潜在损

失达到 16. 34%。若消除劳动力市场扭曲，中国劳均产出可增加 19.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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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制度约束( 如户籍制度) 对部门劳动力带来的效用差异参见何英华( 2004 ) 。

一、引 言

农业部门对一国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1985 年，世界上前 5%最发达国家的农业全
要素生产率是后 5%最不发达国家的 78 倍，相反二者在非农部门的差异仅为 5 倍。更为严重的
是，尽管这些国家在农业生产方面效率低下，但却配置了大部分的劳动力( 最不发达国家农业劳动

力占比达到 86%，最发达国家仅为 4% ) 。因此，劳动力从效率较低的农业部门进入生产效率较高
的非农部门所带来的结构变化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Kuznets，1966 )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
经济高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与此同时产业结构也发生非常显著的变化，中国农业劳动

力占比由 1978 年的 70. 5%下降到 2010 年的 36. 7%，年均下降 1. 06 个百分点。劳动力的大规模
转移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刘秀梅、田维明，2005 ) 。据张广婷等( 2010 ) 估计，
1997—2008 年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对劳动生产率提高和 GDP 增长的贡献分别达到 16. 33%
和 1. 72%。
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意味着农业劳动力占比在未来仍会有较大幅度的下降，这说明我们仍

将有相当数量的劳动力需要从农业部门转到非农部门( 以 2010 年为例，假设中国的农业劳动力占
比达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即 10%，这意味着将有 2. 05 亿的劳动力转出) 。但从现实来看仍有诸多
约束( 如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 ，阻碍了中国农业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①，制约着中国非农部
门的发展( 袁志刚、解栋栋，2011 ) 。目前的研究基本承认制度性约束真实存在并且会影响农业劳
动力转移，但对于这种约束的程度、影响路径等却鲜有回答。因此，本文将主要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在过去的时段，劳动力市场的扭曲程度( 或者农业和非农部门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 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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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呈现怎样的变化趋势? 第二，劳动力市场的扭曲是否迟滞了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变( 劳动力就业

结构) ，影响程度如何? 第三，劳动力市场的扭曲阻碍了劳动力从低效率的农业部门转移到相对生

产效率更高的非农部门，那么，这种扭曲对中国生产效率的影响如何?

在一个完全竞争的经济中，同质性的生产要素应有相同的边际收益，否则就会出现要素流动，

进而消除这种收益的差异，最终达到市场均衡。如果要素市场受到扭曲，要素的自由流动就会受到
限制，从而导致要素不能配置在效率最高的地方。在此情况下，该经济将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配置
( 即要素配置扭曲) ，并造成相应的社会效率损失( Jones，2011 ) 。Vollrath( 2009 ) 发现很多国家劳动
力和资本在各部门间的配置并非有效，其边际产品并不相等。要素市场上的这种扭曲能够解释国
家间收入差异的 30%—40%，TFP 的近 80%。Hsieh ＆ Klenow ( 2009 ) 认为如果中国和印度制造业
的资源配置能够达到美国的水平，两国全要素生产率( TFP ) 可以分别上升 30%—50% 和 40%—
60%。Zhu( 2011 ) 估计要素市场扭曲使中国的 TFP 损失了 30%，而在所有的扭曲中，资本市场的扭
曲最为严重。Restuccia et al． ( 2008 ) 发现部门间中间投入品和劳动力市场的配置不当能够产生非
常大的收入差异，这有助于解释各国间的收入差距。朱喜、史清华和盖庆恩( 2011 ) 运用 2003—
2007 年全国农村固定跟踪观察农户数据，实证分析发现如果有效消除资本和劳动配置的扭曲，农
户的农业 TFP 有望再增长 20% 以上，其中东部和西部地区的改进空间超过 30%。罗德明等
( 2012 ) 内生了企业的进入决策，研究了中国偏向国有企业政策的效率损失。研究发现若去掉经济
中的扭曲，中国人均 GDP 将增长 115. 61%，加总全要素生产率将增长 9. 15%。袁志刚、解栋栋
( 2011 ) 利用一个资源错配影响 TFP 的核算框架和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的宏观经济数据，估算了当
前中国农业部门就业比重过大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影响。结果显示，改革以来，劳动力错配对
TFP 有明显的负效应，以不同的指标计算，在 － 2%到 － 18%之间，并呈逐渐扩大趋势，这种错配可
能会影响到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升级。Hayashi ＆ Prescott( 2008 ) 认为日本在二战前有大量的劳动力
滞留在农业中造成资源配置不当，使得其经济增长缓慢，这也是为什么日本的增长奇迹未能在二战

前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两部门模型是研究经济结构变动的重要手段。Kongsamut et al． ( 2001 ) 使用非位似偏好( non-

homothetic preferences) 的 Stone-Gary 效用函数可以使得两部门模型符合 Kaldor 事实，也可以符合恩
格尔定律。Gollin et al． ( 2007 ) 、Duarte ＆ Restuccia( 2010 ) 、Alvarez-Cuadrado ＆ Poschke( 2011 ) 等均
采用此效用函数来研究部门间劳动力的转移问题。本文将在封闭的两部门模型中，引入劳动力市
场扭曲，使用 Stone-Gary 效用函数建立起劳动力市场扭曲同经济结构变迁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并
使用 1980—2009 年的中国宏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回答上述三个重要问题。本文的贡献主要体
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在两部门模型中建立起劳动力市场扭曲同经济结构变化间的关系; 其次，评价

了劳动力市场扭曲对中国结构变化和生产效率的影响; 最后，提出了衡量劳动力市场扭曲程度的方

法，并使用宏观数据衡量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扭曲程度。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在第二部分阐
述本文的模型，建立起市场扭曲同经济结构变化及经济发展间的关系; 在第三部分对相关参数进行

校准，确定相关变量取值并计算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扭曲程度; 在第四部分，具体分析劳动力市场扭

曲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最后，总结本文的主要发现，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基本模型

本部分我们将在 Restuccia et al． ( 2008 ) 、Duarte ＆ Restuccia ( 2010 ) 和 Alvarez-Cuadrado ＆
Poschke( 2011 ) 的基础上，在标准的两部门框架下，研究劳动力市场扭曲对中国经济结构变迁和生
产效率的影响。假设在一个封闭经济中，存在农业和非农两个部门，分别生产农产品和其他产品
( 工业产品及服务和贸易) 。两种部门均只有劳动力一种投入品，但由于存在多重约束( 如制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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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等) ，劳动力在部门间不能自由转移，劳动力市场存在扭曲。消费者效用函数具有非位似偏好，
采用 Stone-Gary 形式，对两种商品的需求存在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性需求同劳动力市场扭曲一
起决定了均衡状态下的劳动力配置，并影响到经济结构的变化。
( 一) 生产部门

在该经济中存在两个生产部门，采用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函数，投入劳动力来生产最终产品:

YA
t = AtL

A
t，其中 At ＞ 0，LA

t ＞ 0 ( 1 )

YM
t = MtL

M
t ，其中 Mt ＞ 0，LM

t ＞ 0 ( 2 )
此处，上标 A 和 M 分别表示农业生产部门( Agriculture ) 和非农生产部门( Non-Agriculture ) ，下标 t

表示时间，LA
t 和 LM

t 分别表示两部门的劳动力投入，相对应的工资水平为 wA
t 和 wM

t 。由于本文主要

关注的是经济结构变迁( 以农业劳动力占比来衡量) ，所以 LA
t 和 LM

t 分别表示两部门间劳动力的就

业比例，At 和 Mt 则分别表示农业和非农部门的生产效率，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最终产品市

场完全竞争，两种产品的市场价格分别为 PA
t 和 PM

t 。由于经济中仅存在两个部门，因此我们不妨以

农业部门为基准，设 PA
t = 1，则非农部门产品的相对价格为 Pt = PM

t /Pa
t。

( 二) 消费者行为

代表性个人通过消费农产品( cAt ) 和非农产品( c
M
t ) 来获得效用，效用函数为 Stone-Gary 形式:

U( cAt，c
M
t ) = αln( cAt － γ) + ln( cMt + μ) ，其中 α、γ、γ ＞ 0 ( 3 )

此处 α 代表了消费者在两种最终消费品间的偏好程度。在效用函数中我们首先引入了农产
品消费的最低额度( γ ＞ 0 ) ，以保证个人无论何时均能生存; 其次，引入非农产品的自我供应 μ ( 即
天然非农产品，不需投入劳动即可获得) 。在此偏好下，食品支出的收入弹性会小于 1，非农产品的
收入弹性大于 1，这意味着随着收入的增加，个人会将更少的比例来消费农产品，而将更多的比例
用来消费非农产品，与恩格尔定律相符。最后，我们假设农业部门拥有足够高的生产技术，使得在
全部劳动力都投入农业时的产出可以维持最低的生存需求，即:

At ＞ γ ( 4 )

代表性个人无弹性地供给自身的劳动力，并通过选择相应的消费品组合来最大化其效用，但这

种行为会受到其收入( 收入来自两个方面: 工资和企业利润) 函数的约束。设 πA
t 为农业部门获得

的利润，πM
t 为非农部门获得的利润，则代表性个人所面临的约束方程为:

wA
t L

A
t + wM

t L
M
t + πA

t + πM
t = cAt + pt c

M
t ( 5 )

( 三) 劳动力市场的扭曲

以往的文献一般认为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可以在不同部门间自由转移。但是，在
中国由于有相当多的制约因素( 如户籍制度) ，使得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受到各种歧视，

劳动力自由迁移的条件并不满足( 蔡昉等，2001 ; 何英华，2004 ) 。为了客观衡量劳动力市场的扭曲
程度，我们需要寻找一个客观的指标。而劳动力市场上的单一工资率是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最重要
的特征( 蔡昉等，2005 ) ，因此可以使用劳动力市场上同质劳动力的工资差异来测量劳动力市场的
扭曲程度( 柏培文，2012 ; 袁志刚、解栋栋，2011 ) 。我们假设在两部门间的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摩
擦，从而使得两部门间劳动力的工资并不相等，劳动力市场出清时，两部门间的工资水平满足:

wA
t = τ t w

M
t ，τ t ＞ 0 ( 6 )

此时劳动力在两个市场间的选择无差异。此处的 τ t 表示在时间 t 两部门间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程

度。同质的劳动力可以进入两个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其面临的工资分别为 wA
t 和 τ t w

M
t ，若 wA

t ＜ τ t w
M
t

这说明劳动力进入非农部门能够获得更高的收益，农业劳动力将向非农部门转移; 若 wA
t ＞ τ t w

M
t 说

明劳动力在农业部门能够获得更高的收益，此时劳动力会向农业部门转移，并最终使两个市场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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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水平满足公式。下标 t 表示时间，这说明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程度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若 τ t = 1 则两部门间劳动力工资不存在差异，劳动力可以在二者间自由转移，劳动力市场不存在扭
曲; 若 0 ＜ τ t ＜ 1 则农业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小于非农部门的工资，劳动力市场存在倾向于非农部门
的扭曲; 若 τ t ＞ 1 则说明非农部门劳动力的工资水平要小于农业劳动力，劳动力市场存在倾向于农
业部门的扭曲。
( 四) 竞争均衡

对于本文所定义的模型来说，竞争均衡是指对给定的生产技术和劳动力市场扭曲程度，选择一

系列的资源配置方案{ LA
t，L

M
t ，c

A
t，c

M
t } 、价格方案{ pt，wa，wn } 及能够获得的利润，使得:

1．给定消费品的价格，选择 cAt，c
M
t 以使代表性个人效用最大化;

2．给定劳动力市场价格，选择 LA
t，L

M
t 以使生产者利润最大化;

3．给定劳动力一体化程度，选择 wa，wn 满足公式( 6 ) 即劳动力在两个部门间的选择无差异;
4．市场出清条件。如: 劳动力市场:

LA
t + LM

t = 1 ( 7 )

产品市场: cAt = YA
t ; c

M
t = YM

t ( 8 )
( 五) 劳动力市场扭曲、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
在上述所建立的一般均衡模型中，我们可以建立起技术进步( A 和 M ) 和劳动力市场扭曲( τ )

与经济结构间的变化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在均衡状态时，可以求得经济中农业劳动力的比例为:

LA
t = γ

At

+
1 + μ

Mt

－ γ
At

τ t

α
+ 1

( 9 )

由公式( 9 ) 可以看出，经济中农业劳动力的比例可以分为满足基本生存需要和收入变化对农产品
的需求两部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表现为推力( push) ，会将劳动力“挤出”农业，而非农生产技
术的提高则表现为拉力( pull) ，则会将劳动力“拉出”农业:

LA
t

At

= － 1
A2

t

γ

1 + α
τ t

＜ 0
LA

t

Mt

= － 1
M2

t

μ
τ t

α t

+ 1
＜ 0 ( 10 )

更为重要的是，劳动力市场的扭曲会使更多的劳动力滞留在农业中:

LA
t

τ t

= － 1 + μ
Mt

－ γ
A( )

t

1
α

1

1 +
τ t( )α

2 ＜ 0 ( 11 )

由式( 4 ) 可知: γAt
＜ 1，因此有 1 + μ

Mt
－ γ
At

＞ 0，所以
LA

t

τ t
＜ 0，这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程度提高

( 扭曲程度减小) ，将会有更多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出来进入生产效率更高的非农部门。经济的生产
效率可以表示为:

yt =
Yt

L
= ∑

i∈ { a，m}

Yi

Li

Li

L
= AtL

A
t + Mt ( 1 － LA

t ) = Mt + ( At － Mt ) L
A
t ( 12 )

yt

τ t

= ( At － Mt )
LA

t

τ t

＞ 0 ( 13 )

由公式( 11 ) 可以知道，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越高，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就越少，即
LA

t

τ t
＜ 0，而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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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农业的边际产品要低于非农产业，所以 At － Mt ＜ 0，所以可以得到
yt

τ t
＞ 0。对公式( 12 ) 进行分

析可以知道，由于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为部门劳动力边际产品的加权平均( Hsieh ＆ Klenow，2009 ;
Duarte ＆ Restuccia，2010 ) ，而权重则为劳动力从事两种生产的比例。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程度越
低，滞留在农业( 低效率) 中的劳动力人数就越多，相应地非农部门( 高效率) 中的劳动力人数就越

少。因此，劳动力市场扭曲程度的降低会使部分劳动力从低效率的农业转移到更富有生产能力的
非农产业中，这将有助于提高经济的生产效率。

三、参数估计与校准

( 一) 参数校准

消费者个人偏好的设定。效用函数中 α 代表了消费者对农业和非农产品的相对偏好，决定了
未来经济中农业劳动力的比例。随着农业和非农部门生产率的增加，农业劳动力的比例在长期中
将收敛至 α( Duarte ＆ Restuccia，2010 ) ，本文设定 α = 0. 03。①

γ 与 μ 的设定。γ 表示个人生存下去所需要的基本农业产品，同 Restuccia et al． ( 2008 ) 一样，
我们通过对特别年份的校准来得到相应的参数。② 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反贫困在很
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事实上，直到 1984 年中国才基本解决温饱问题。鉴
于此，我们认为 1984 年中国生产的农业产品刚好与人们的生存需求相符。从《中国统计年鉴》可
以知道 1984 年中国农业总产出为 2001. 10 亿元( 1980 年不变价格计算) ，年末总人口为 10. 44 亿
人，由此可以推算维持生存所需的人均农业产品为 191. 72 元。通过前文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对任何
年份( 如 1980 年) ，公式( 9 ) 均应成立，由此推算 μ = 3685. 20 ＞ 0，符合模型部分的假定。③

计算劳动生产效率。2012 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不仅给出了 1978 年至今三大产业以当年价
计算的增加值，而且提供了以不同年份为基础的不变价格数据( 如以 1970、1980 年为基准) ，我们
选择 1980 年为基准年份，将其余各年份做相应的平减。同以往的研究相同，我们将第一产业( 即
农、林、牧和渔业) 定义为农业部门，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之和定义为非农部门。结合当年的就业
数据，我们即可获得各部门的劳动生产效率。从最终的数据看 1980—2009 年间，农业的人均产出
由 1980 年的 470. 98 元增长到 2009 年的 1824. 30 元，年均增长 4. 78% ; 而非农部门人均产出则由
1980 年的 2414. 31 元增长到 2009 年的 18948. 15 元，年均增长率为 7. 36%，显著高于农业。
( 二) 劳动力市场扭曲的估计

设农业和非农部门的生产函数分别为规模报酬不变的 C-D 函数( 若劳动力的产出弹性为 1 即
为前文所设定的模型) ，即:

Yi = AiK
1 －α i
i Lα i

i ，其中 i = A 或 M (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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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α 的设定从目前的文献看并没有固定的方法和比较确定的数值，在具体的文献中往往根据作者的判断设定相应的数
值，其中 Duart ＆ Restuccia( 2010 ) 和 Restuccia et al． ( 2008 ) 分别将美国长期农业劳动力比重设定为 1%和 0. 50%。现实中，当前世
界主要发达国家( 人均产出 ＞ 90 分位数) 的农业劳动力占比约为 3% ( Lagakos ＆ Waught，2013 ) ，各国间发展程度也存在较大差异，

其中美国最低。2011 年美国农业劳动力占比为 1. 6%，日本为 3. 7%，韩国为 6. 4%。2010 年中国农业劳动力占比高达 36. 7%，未
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农业劳动力占比将持续下降，但从目前看主要经济体的农业劳动力占比均没有低于 1%，因此从长
期看我们很难确定未来中国农业劳动力占比是否能够达到 1%甚至更低。基于此我们认为选择以当前主要发达国家的情况为基
准( 即 α = 0. 03 ) 可能是一个更为稳健的选择。

当然，此处的相应参数也可以通过最小化残差的方法来获得，即: σ ( γ，μ ) = arg min∑ n
i = 1 ( L － L̂ ) 2，但这种校准的方法虽

然可以选择参数使与实际拟合得更好，但参数解释缺乏相应的经济学意义。而对于中国，由于 1984 年刚解决温饱问题，所以通过
对中国 1984 年直接求解能够得到更好的结果。

我们还研究了 γ = 298. 21，μ = 3685. 20 的情况，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同样地，假定两部门最终产品价格水平分别为 pa和 pm，则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水平可以转化为:

τ t =
wA

t

wM
t

=

paYa

La

pmYm

Lm

=
αa

paYa

La

αm

pmYm

Lm

=
αa

αm

paYa

pmYm

Lm

La

( 15 )

分别定义农业增加值在经济增加值中的比重为 ya，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例为 la，见公式
( 16 ) :

ya =
paYa

paYa + pmYm

la =
La

La + Lm

( 16 )

因此，劳动力市场扭曲可以进一步转化为公式( 17 ) :

τ t =
αa

αm

ya

1 － ya

1 － la
la

( 17 )

在前文的描述中我们均假定劳动力为同质，部门劳动力的工资差异仅仅来源于劳动力市场的

扭曲。所以为了能够准确地衡量该扭曲，我们需要控制影响劳动力同质的因素，如人力资本
( Kaboski，2009 ) 。设人力资本 h 采用 Bils ＆ Klenow( 2000 ) 的方式进行生产，人力资本的回报具有
Roy 回报的特征:

H = h × l，其中 hit = h0 e
rits it ( 18 )

也就是说受教育年限和教育的回报率共同决定了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因此人力资本水平为 hit的

劳动力，其工资水平为单位有效劳动的工资与人力资本水平的乘积，即:

wi
t = 珔wi

t × hit ( 19 )

其中 珔wi
t 为在时间 t，i 部门单位有效劳动力所能获得的工资。而进一步从人力资本的生产函数看，

部门间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差异由部门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 si ) 和部门的教育回报率( ri ) 造成，劳
动力市场扭曲最终可以表达为公式( 20 ) :

τ t =
ya

1 － ya

×
1 － la

la
× e ( r) m － ra) sa × e ( s) m － sa) rm ( 20 )

至此，我们可以通过已有的数据来估算中国部门间劳动力市场的扭曲。
为了消除农业和非农部门劳动力在人力资本上的差异对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影响，我们需要两

部门劳动力受教育年限 sa，sm和教育收益率参数 ra，rm。我们首先确定各部门的教育收益率。目前
已有大量文献对中国的教育收益率进行了研究( 李春玲，2003 ; Johnson ＆ Chow，1997 ) ①，但由于所
选择的样本数据各不相同，实证中包含的控制变量各异，因此简单比较很难说明教育收益率的真实

变动情况。相比而言，我们更需要在样本或调查方法相同的情况下，对中国教育收益率进行的持续
研究。梁润( 2011 ) 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 ( 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简称 CHNS )
1989—2009 年的数据发现在此期间，无论是城镇劳动力的教育收益率还是农村劳动力的教育收益
率均处在上升趋势中，但城乡教育收益率间的差异却随时间的变化而不断扩大。1989 年中国城镇
个人教育收益率为 2. 03%，到 2009 年则增加到 8. 69%，年均增长约 0. 33% ; 1989 年中国农村的个
人教育收益率为 － 0. 54%且并不显著，2009 年则增加到 4. 74%，年均增长约 0. 26%，略低于城镇的
增长率。由于作者使用的是在同一时间点上基于同一调查方法下的调查数据，而且实证中所使用
的方法也相同，因此对城乡间教育收益率的差异及其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Zhang et al． ( 2005 ) 使用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1988—2001 年连续 14 年的住户调查数据，研究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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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中国农村的教育投资回报率更为详细的总结可见 de Brauw ＆ Rozelle( 2008 ) 。



城镇居民的教育收益率，同样发现了教育收益率在这 14 年间除个别年份外，整体呈上升趋势，在
2001 年达到 10. 20%。李实、丁赛( 2003 ) 则使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和城
镇贫困研究课题组的住户调查数据，同样发现在 1990—1999 年间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的这种上升
趋势。在以上几篇对教育收益率的变化趋势进行研究的文献中，梁润( 2011 ) 不仅研究的时间跨度
最长( 1989—2009 年) ，而且还同时分析了农村和城镇两个部门的教育收益率，符合我们研究的需
要，为此本文中农村和城镇的教育收益率将基于梁润( 2011 ) 来设定。①

在确定了城镇教育收益率以及城乡教育收益率间的差异后，需要进一步分别确定农业和非农

部门的受教育年限。通过《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分别计算出 2002 年后农业和非农部门劳动
力的受教育程度。② 但是由于年鉴中仅在 2003 年后提供了分行业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分布，在此
之前，我们无法获得详细的分部门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指标。但《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提供了
1985 年至今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文化状况，能够获得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③ 如果能够建立
起农业和农村劳动力间的关系，那么即可通过《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来估计农业劳动力的情
况。通过比较可以发现 2002—2010 年间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较农业劳动力要高，在此期间二者
差距基本保持不变，平均相差 0. 96 年。农村劳动力的选择性向外转移是造成农业劳动力受教育程
度低于农村劳动力的重要原因。拥有更高教育程度的劳动力能够更容易地外出打工，进入非农部
门( Lee and Malin，2010 ) ，而低素质的农村劳动力则留在农村继续从事农业。我们假定从 1990—
2001 年间这种差距也得以维持，即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较农业劳动力高 0. 96 年，由此推算
1990—2001 年间我国农业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对于部门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差异，我们假设农
业和非农部门的劳动力在连续时间内表现出相同的增长趋势，二者的教育程度之差保持稳定，因此

假定在 2002 年前，非农部门劳动力的教育水平较农业部门要高 2. 37 年，并基于此来估算非农劳动
力的受教育程度。最终结果可见图 1。

图 1 中国劳动力受教育年限
注: 由于无法直接计算 2003 年前农业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图中 1990—2001 为本文的估计值。

利用本文的框架来计算劳动力市场的扭曲程度时，还需要确定部门的劳动份额。我们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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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润( 2011 ) 的样本年份为 1989、1991、1993、1997、2000、2004、2006 和 2009，中间年份本文使用算术平均进行平滑。

我们将相应的受教育程度转换为受教育年限: 未上过学 = 0，小学 = 6，初中 = 9，高中 = 12，大学专科 = 15、大学本科 = 16、

研究生及以上 = 19。

与《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不同，《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在教育状况中加入了中专水平，而将大专、大学及研究生
统一合并为大专及以上。我们将相应的受教育程度转换为受教育年限: 未上过学 = 0，小学 = 6，初中 = 9，高中或中专 = 12，大学专
科及以上。由于农村中大学及研究生的农业劳动力占比非常少( 如 1% ) ，因此这样的处理对平均受教育年限造成的低估非常小
( 1% ) ，不会对后续研究造成影响。



Brandt ＆ Zhu( 2010 ) 和 Bosworth ＆ Collins( 2008 ) 相同，选择农业和非农部门的劳动力替代弹性相
等，且均为 0. 5。另外，通过《中国统计年鉴》可以分别计算出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的劳动力就业比
例 la 和 1 － la、农业和非农部门的产出结构 ya 和 1 － ya。至此我们可以通过宏观数据来估计中国劳
动力市场的扭曲，具体结果可见图 2。

图 2 1978—2009 年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
注: 由于无法获得 1989 年及以前部门教育年限及收益率，因此 1978—1988 年间未进行平滑调整。

图 2 分别给出了未考虑人力资本、控制教育收益率差异和人力资本差异后的劳动力市场扭曲。
在相应的时段内( 1978—2009 ) ，无论是原始数据还是考虑人力资本差异的劳动力市场扭曲均没有
表现出很强的趋势性，而在不同的阶段内有不同的表现。1989—2000 年间未经调整的扭曲与考虑
人力资本差异后的走势基本相同。1993 年陷入第一个谷点，在 1996 年达到阶段性的顶点，但在
2000 年后，二者的走势出现较大差异。原始的扭曲程度在 2000—2009 年间表现相对平稳，劳动力
市场一体化程度未有明显的提升，低于 1978—2009 年间的平均水平。进一步分析，这种差异很大
程度上是由部门劳动力间的人力资本水平引起( 在此期间，部门劳动力的教育收益率和教育年限

均有快速增长) 。2000 年后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并在 2009 年达到最
高点，农业与非农部门间工资差异缩小到 0. 30。从具体阶段看，1978—1984 年，得益于农村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极大地增加了农户的收入，并缩小了同城镇居民

间的收入差异( Lin，1992 ) ，使得劳动力市场扭曲程度得到缓解。1985—1993 年虽有起伏，但劳动
力市场扭曲呈恶化的趋势，这与该段时间内中国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密切相关。农业相对于非农部
门发展滞后，使得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相对下降，进而恶化了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在经历了
1994—1996 年间的短暂反弹后，1996 年后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又陷入新一轮下降通道。这主要
是源自于 1994 年以后，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深入和城市职工下岗的出现，一些城市开始对农村劳动
力转移进行限制以保护城市下岗职工就业，加上 1998 年遭遇亚洲金融危机更使这种状况进一步恶
化( 袁志刚、解栋栋，2011 ) ，使得劳动力市场化改革再度陷入困境。2000 年后，尤其是 2003 年以
来，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得到了快速提高。这主要受益于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外资的大量
涌入对劳动力形成的强大需求，并促使政府改变了对劳动力转移的政策限制。中共十六大提出了
“改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环境”的要求，各级政府逐渐落实了建立健全农村劳动力的培训
机制，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限制性规定，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等改革措施的实施，使农业劳动力转

移机制得到进一步优化。这些政策也反映在地方政府对户籍管理等的改革上。孙文凯等( 2011 )
总结了 1998—2006 年间各省户籍制度改革的历程，从中可以看出 2001—2003 年是各省改革的密
集期，这有助于解释本文发现的 2003 年后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减小这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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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影响

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知道，劳动力市场的扭曲阻碍了农业劳动力的顺利转移，使剩余劳动力大量

滞留于农业，而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则有利于劳动力的向外转移。当农业和非农部门的
劳动力市场分割彻底取消的时候( 即 τ = 1 ) ，劳动力在不同市场间可以自由转移，资源实现了最优
配置。基于公式( 9 ) ，我们估计了劳动力市场的扭曲对中国经济结构调整( 此处指农业和非农的比
例) 的影响。

Δ t = LA ( τ = 1 ) － LA ( τ = τ t ) ( 21 )
Δ t 表示第 t 年劳动力市场扭曲对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图 3 分别给出了在劳动力市场不存在扭曲
以及劳动力市场扭曲对中国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影响。

图 3 劳动力市场扭曲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从图 3 可以看出，在所有的年份，劳动力市场的扭曲都使农业劳动力的就业比例高于最优配
置，并长时间保持在较高水平，年均达到 26. 38%。2002 年劳动力市场的扭曲使实际农业劳动力的
比例较最优配置提高了 28. 36%，之后虽然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有所回落，但并不明显。在劳
动力优化配置的情况下，理论预计 2009 年仅需 13. 68%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而实际配置则高
达 38. 10%，劳动力市场扭曲使农业劳动力的比例提高了 24. 42%。劳动力市场的这种扭曲最终将
大量的劳动力配置在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的农业部门，而这将降低整个经济的劳动生产效率( 公

式( 13 ) ) 。我们将劳动力生产效率的潜在损失程度定义为:

Θ =
Yt ( τ = 1 ) － Yt ( τ = τ t )

Yt ( τ = 1 )
=
( At － Mt ) ( L

A
t ( τ = 1 ) － LA

t ( τ = τ t ) )

Mt + ( At － Mt ) L
A
t ( τ = 1 )

( 22 )

Θ 越大，劳动力市场扭曲所带来的潜在效率损失就越大，具体结果见图 4。
从图 4 可以看出，劳动力市场的扭曲造成了显著的效率损失，1980—2009 年间年均潜在损失

达到 16. 34%，若消除劳动力市场扭曲，中国劳均产出可以增加 19. 53%。1990 年前，劳动力市场
扭曲所带来的生产效率损失波动较为剧烈，在 1984 年达到第一个峰值，为 16. 72%，1981 年的损失
最小约为 5. 46%，要明显低于其他年份。对中国经济进行分析可以看出，1981 年中国农业的人均
产出为 492. 79 元，较上年增长 4. 63%，非农的人均产出为 2394. 63 元，较上年增长 － 0. 82%，农业
的快速发展缩小了部门间的生产效率差异，这有效降低了劳动力市场扭曲所造成的效率损失。
1990 年后，劳动力市场扭曲所带来的效率损失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具体来看大致可以划分为
三个阶段: 1991—1996 年效率损失呈逐渐增大的趋势，从 1990 年的 13. 54%逐步攀升至 18. 61%，
上升了 4. 07 个百分点，1997—2004 年效率损失基本保持在 18% 左右，其中 2003 年最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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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劳动力市场扭曲对生产效率的影响

17. 44%，2004 年最高为 18. 51%，而 2004 年后效率损失逐渐下降，至 2009 年下降到只有 14. 70%，
五年间下降了 3. 8 个百分点。2004 年后，劳动力市场扭曲逐渐减弱，一体化程度重新进入上升趋
势，从 2004 年的 0. 24 上升到 2009 年的 0. 30。劳动力市场的转变使生产结构进一步优化，劳动力
生产效率损失有所缩小，2009 年下降到 12. 21%。这一趋势同袁志刚、解栋栋( 2011 ) 的结果相似。
他们的估计结果显示 2003—2007 年间，以增加值劳动力份额衡量的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损失从
14. 7%下降到 10. 20%，下降了 4. 5 个百分点。由于劳动力流动障碍导致的劳动力在部门之间的
错配对经济增长造成的平均效率损失大约在 8%左右。

五、结论与建议

农业劳动力的大规模向外转移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中国经济快

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但另一方面，一些制度性约束使劳动力市场发生扭曲，阻碍了农业劳动力的向
外转移，并可能最终对宏观经济发展形成制约，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这些扭曲的发展趋势及其对中

国经济的影响。本文在封闭经济的两部门模型中，引入了劳动力市场扭曲，使用 Stone-Gary 效用函
数建立起劳动力市场扭曲同经济结构变化间的关系，首先从理论上明确了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影响，

并使用 1980—2009 年间中国宏观经济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 首先，中国劳动力市场存在
扭曲，各年份间波动较大，但并没有呈现出随时间而减弱的趋势，控制部门间人力资本差异后的年

均扭曲指数为 0. 24，即农业的工资水平仅相当于非农部门的 24% ; 其次，劳动市场扭曲会显著影响
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若消除扭曲中国农业劳动力占比将下降 26. 38%，2002 年影响最大达到
28. 36% ; 最后，劳动力市场的扭曲使过多的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会带来显著的效率损失，年均潜在损
失达到 16. 34%，若消除劳动力市场扭曲，中国劳均产出可以增加 19. 53%。
劳动力市场的扭曲使中国经济面临非常大的效率损失，因此未来进一步消除阻碍劳动力跨部

门流动的各种制度障碍是释放未来中国增长潜力的重要内容。从本文的研究内容看，劳动力市场
的扭曲根本上取决于农业和非农部门劳动力工资的对比，所以要改变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现状就需

要多方面的努力。一方面需要改革户籍制度进一步开放城市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同样需要改革
农地制度，提高农业劳动力的生产效率等，二者相辅相承，最终共同促进劳动力资源的自由流动，提

高社会生产效率。
本文有助于了解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现状和劳动力资源配置不当所带来的效率损失，弥补

现有研究的不足，但本文也存在以下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首先，本文所建立的模型假设劳动力
在两部门是同质的，这满足了本文的研究需要，但现实中劳动力存在更多的异质性，在异质性劳动

力的情况下，市场扭曲导致资源配置不当的影响与同质性可能会有所差异，需要我们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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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本文仅研究了劳动力市场的扭曲，但现实中资本市场的扭曲同样重要，因此将劳动和资本联

合起来进行研究也成为我们接下来需要努力的方向，未来将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对此进行深入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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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mand for the Third Party Punishment:
An Experimental Examination

Fan Liangconga，Liu Lua and Liang Ji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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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rd party punishment is regarded as an essential to the maintenance of social norms． We examine the economic

logic underlying third party punishment in a Dictator Game within a real effort context in which dictator allocates the outputs

of both first party and second party．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the demand of third party punishment obeys the Law of

Demand． We varied the price of punishment faced by the third parties after the dictators made their allocation decisions in

a series of experime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hird parties are willing to use the costly punishment opportunities．

Besides，the level of punishment，on the one hand，i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related to the level of price，suggesting

punishment is an ordinary good，and on the other hand，is also determined by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dictator's distribution

of outputs to himself / herself exceeds his / her own output． We further confirm the generality of such relationships by

inducing believes of the second parties on whether the third party would punish dictators in a given price level or not． These

results show that，there are two kinds of forces underlying third party punishment，namely，economic force and non-

economic force． We should consider them both when we construct the behavioral models of punishment decision．

Key Words: Third Party Punishment; Law of Demand; Self-regarding Preference; Other-regarding Preference; Real Effort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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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r Market's Distortion，Structural Change
and Labor Productivity in China

Gai Qingen，Zhu Xi and Shi Qinghua
( Antai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is paper，we study the effect of labor market's distortion on structural change and productivity by introducing

the distortion in standard closed two-sector model with Stone-Gary utility function and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based on

Chinese macroeconomic data during 1980—2009． First of all，our research shows that labor market's distortion has been

existed in past three decades and doesn't tend to dismiss over time． The distortion index is 0. 24 after controll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ectors which implies the wage in agriculture is only 24% of non-agriculture sector; secondly，we find

the distortion has hindered the structural change of China and agricultural labor will fall 26. 38% if the distortion is

eliminated． Finally，the distortion has made 16. 34% potential productivity losses annually and output per worker will

increase 19. 53% if we remove the distor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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